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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２），描述分析了中国

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趋势。 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们对权威的态度趋于积极，私人领域价值观趋于开放，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

表现为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 世代效应的特点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

更加认同尊重权威，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趋于下降。 价值观变迁与中国

现代化进程、全球文化扩散以及重要历史事件有关，同时也深受民族性与现

代性双向互动的影响。
关键词：价值观变迁　 后物质主义　 私人领域开放度　 年龄—时期—

世代效应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急速的转型过程。 转型不仅发生在经济体

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等领域，也出现在文化观念、价值观领域（李路路、王
鹏，２０１８），其中对价值观领域的社会变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价值观作为一种

对抽象事物持续性、评价性的信念（Ｒｏｋｅａｃｈ， １９７３），是个体人格特征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相较于社会态度而言，价值观是一种更为明确、系统和相对稳定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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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社会观念（杨宜音，１９９８），在个体内化的评价等级体系中占据更高的地位

（Ｈｉｔｌｉｎ ＆ Ｐｉｌｉａｖｉｎ， ２００４）。 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反映了社会成员整体性的内在评

价偏好及其关于社会关系是非对错的判断的变化（潘维、玛雅，２００８）。 改革开

放 ４０ 年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但在精神生活、价值观领域却呈

现多元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关价值危机、价值观多元化的讨论。 因此，厘
清中国人在现当代的价值观变迁轨迹，分析中国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变

迁的核心趋势，既是学术领域内对社会转型关键侧面的探讨，也对把握社会思想

动态、推进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价值观变迁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现代化变迁理论。 该理论认为，伴随

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工业化和服务业比重提升等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了一系列

可以预测的社会变化：更为富裕的生活水平、更为细致的职业分工、更加广泛的

大众教育和大众媒体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由传统保守向更加世俗理性、开
放包容、更重视自由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价值观转变（ Ｉｎｋｅｌｅｓ，１９６９；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１９９７）。 现代化理论描述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

改变，但因其西方中心化、价值先验取向、传统现代的对立性等问题受到一系列

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其对文化变迁的不同路径和复杂多样的模式的忽视更是

被广泛诟病（Ｇｕｓｆｉｅｌｄ， １９６７；唐灿，２０１０）。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研究

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对后发国家的“主体性”尊重不够，后发国家并没有被看作真

正的主体，而只被视为现代化浪潮波及的对象，因现代化的传播、冲击而被动地

应答、反应。 实质上，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这种主体性是

本身就存在的。 全球化绝不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价值都同于西方或美国模

式，反而是这些国家和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自主意识远比西方的影响重要得

多（叶赋桂，１９９８）。 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现代关系是一种线性发

展关系，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最早被注意到。 学者

们以传统—现代编制了心理现代性量表和心理传统性量表，发现很多中国人是

“双高”的情况，即传统性高现代性也高。 这意味着“传统—现代”并非非此即彼

的概念（杨国枢，２００４），现代化本身不是一个简单地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直

线发展的问题，而是同时存在的两种现实。 “传统—现代”既有纵向的结构，也
有现实关系的横向结构（王向远，２０１８）。

以上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对研究中国的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

面，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延绵不断的民族文化的国家。 民族文化反映

了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国民品性等深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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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中国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其家国一体、天人合一、道中庸重和谐、重统

一团结、尊重权威等特点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区别（杨国枢，２００４）；另一方面，
中国在短时间内同时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市场化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和

全球化等进程。 正如景天魁（２０１５）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

“时空压缩”的特点，即传统、现代、后现代被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之中，使得中国

的社会变迁轨迹与许多发达国家迥异。 以此为背景，中国人的价值观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变迁的模式又呈现怎样的特点？ 这是本文所

重点关注的内容。
在以往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有大量关于变迁的哲学探讨或者基于个人

经验的主观评价，但缺乏纵向客观数据的支撑；而对价值观变迁的经验研究，通
常又缺乏对中国主体性的关注，也缺乏对中国价值观变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

讨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采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从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的多期合并数据，对文化变迁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方面（尊重权威取向、后物质主

义取向、私人领域开放度）的变迁进行探讨。 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方面，是由于

质疑权威、强调自由表达甚于物质富足和稳定、性和婚恋自由是现代化理论所认

为的现代性的重要表现（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 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０），而尊重权威、重视和谐稳定、
重视家庭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特点。 通过展现以上三个方面的变迁模式，
我们可以窥见现代性与中国民族性的互相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选用以上

三个方面，不是将其作为对现代化程度的测量或评估，而是着力于分析不同时期

和世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由于价值观变迁不仅受到现代化社会变迁、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会受到个体

层面如年龄、性别、教育等因素影响，尤其是年龄带来的效应通常会和时代变迁

效应混合在一起，这给检验结果造成一定的困难。 因此本研究采用年龄—时

期—世代分析模型（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将年龄、时期、世代的效

应进行分离。 其中，年龄效应反映了个体层面生命周期的影响，时期效应反映了

调查时间点所处的社会整体环境（如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重要历史事件、
文化遗产对整体人群的影响，而世代效应通常指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人群由于青

少年及成年初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经历的历史事件塑造他们独特的集体记忆和

惯习，因而表现出独属于他们的价值观特点（Ｅｌｄｅｒ， １９９４）。 时期效应和世代效

应可以较好地反映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事件、国家政策、民族文化的独特影

响，因此成为检验价值观变迁的理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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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价值观变迁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反思

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以农业为基础的生

产方式转变为以工业化、知识化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
们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

提升，基础教育和大众传媒不断普及。 更为细致的职业分工、更开放的性别规

范、更低的生育率、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更具理性与独立意识等成为现代社会的

鲜明特征。 学者们把处于现代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归结为传统性，把
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称为现代性。 英格尔哈特和贝克（２０００）则进一步将现代

化引发的价值观变迁分为两个维度：传统—世俗理性与生存—自由表达。 其中

传统性是指重视宗教和家庭，对离婚和同性恋等非规范性婚恋行为的不容忍态

度，强调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男权，对父母权威的顺从，被动接受集体权威；而世俗

理性则相反，强调理性、自主、独立、包容开放等。 生存—自由表达维度的关键内

容是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１９９７）。 成长于经济匮乏时代的人们更

关注安全、物质满足、权威型的政府，而成长于经济繁荣生活富足时代的年轻人

则更重视自由表达、生活质量以及更多的政治参与。 此外，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

变迁还有两个重要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 其中匮乏假设指出经济发展

对人们价值观的决定性影响，即经济水平的提升必然会伴随着由传统向世俗理

性、由生存导向向自由表达导向的价值观转变；而社会化假设则强调人的成长关

键期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世代更替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价值观的现代化变迁理论描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价值观领域发生的一

些典型变化，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它的“一元化”和西方中心主义把

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普世主义模式，忽视了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国家和地区

自身的传统与特殊主义的发展模式（Ｇｕｓｆｉｅｌｄ， １９６７；唐灿，２０１０）。 其次，它将传

统—现代作为对立的维度。 很多学者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分析框架过于简

化，它忽略了一项重要的社会现实：现代化社会也含有不少传统社会或文化的特

征（王铭铭，２０１８，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１９７３）。 此外，其理论还暗含着趋同假设，即随着经

济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人们的价值观会越来越趋于一致。 这一趋同假设受到广

泛质疑。 事实上，英格尔哈特后来也修正了趋同假设，承认国家、民族文化传统

的重要性，认为其可能对现代化的方向、速度、模式和道路选择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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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７）。 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中国的社会变迁既有现代化过程普遍性

的社会转变，又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 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中国传统土壤形成的民族性特征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

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人的价值观变迁时不容忽视。 民族性是

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经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特有文化系统，是民族

精神、民族思想的统称，包括该民族形成的传统治国理政模式、传统思维方式以

及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 例如强调和谐秩序，强调稳定重于自由，重视等级秩

序，还包括强烈的家庭观念、中庸之道、辩证的思维模式，等等（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这些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经历了不同

的历史时期，它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价值偏好。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无论是起始点还是现实都具有

明显的独特性（孙立平，２００５）。 其中，国家主导体制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

模式对民众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类学家

阎云翔（２０１６）则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来阐释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社会关

系，他称之为“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 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进入以及国家

的放权和松绑，人们的生活出现了从集体主义伦理到个体主义伦理的根本转型；
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划定界限和规范来管理个体化的进程，个体也内化了国家设

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下的个体发展方向。 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不断解

除计划体制对个人生活领域的限制，激发社会成员活力，同时也极力倡导公众共

同遵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在短时间内同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过程，

社会变迁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呈现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

特征（景天魁，２０１５）。 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过程、民族性、特色的制度、重要的

社会政策和历史事件、不同力量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共同作用并塑造了中国人

的思想观念。 那么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轨迹展现出怎样的特点？ 由此出发，本
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对现代化

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方面———尊重权威取向、后物质主义取向、私人领域开放

度———的变迁进行探讨。 通过展现以上三个方面的变迁模式，可以窥见民族性

与现代性之间力量的碰撞和融合的趋势与模式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如何受到中

国独特的社会转型历程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现代性并非指现代

化发展趋势下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某种必然归宿，而是指以价值观的现代化理论

为代表的理论学说所预计的价值观变迁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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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教育水平以及全球化程度随

着时间的推移大致是线性提高的，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国家政

策、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不同，因此，通过对不同时期和

世代的民众价值观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力量如何影响价

值观的变迁。 下文分别对以上价值观的世代效应、时期效应和年龄效应提出

假设。

（二）价值观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根据社会化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每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都

会塑造他们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惯习，尤其是在他们青少年及成年初期这一价值

观形成的重要时期（Ｅｌｄｅｒ， １９９４；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０）。 学界对如何定义中国的世代

看法不一，但基本上同意以中国近现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节点。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１９７８ 年国家的政策转向以及随后的改革

措施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分水

岭，此前可以称为改革开放初期，其后可以称为社会转型期（李煜，２００６）。 此

外，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往往是从 １０ 岁左右开始（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４），
因此本文按照价值观形成关键期所处的时代作为世代划分标准。 本文对成长时

代进行如下大致分割：以价值观形成关键期进行命名，其中处于 １９４９ 年之前的

为新中国成立前世代（出生于 １９３９ 年之前），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６ 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世

代（出生于 １９４０ － １９５４ 年），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 年为“文革”世代（出生于 １９５５ － １９６９
年），１９７８ －１９８９ 年为改革开放世代（出生于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年），而 １９９０ 年以后为社

会转型世代（出生于 １９８０ 年之后）。 每一成长时代再按每五年一个世代进行划分。
１． 对权威态度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对权威的态度被认为是衡量价值观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传统社

会中，对权威的态度在宗教国家体现为对神、上帝的尊重和服从，在非宗教国家

则体现在对父母、长辈权威的尊重和服从上。 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水平

的提高、人们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权威观念发生了两个变

化，一是人们所认可的权威由宗教权威、家庭权威转变为科层组织权威、专家权

威、技术权威；二是人们更强调平等的地位，因此出现质疑权威、批判权威的倾

向，而非一味地服从权威（杨宜音，２０１０）。 尤其是在后现代的思潮中，解构权

威、反权威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中国社会对待权威态度的变化也有两个层面：一是权威主体的变化，二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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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态度变化。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尊重权威的价值倾向，这与儒家尊

卑有序的思想以及长期的中央集权历史有关（苏国勋，２０１１）。 传统社会中的家

长制和三纲五常体现了对父权、夫权、皇权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制度

被废除。 这种变化在一般意义上也会影响人们对权威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步入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

们对权威的态度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新的权威角色如专家权威、技术权威、组织

权威成为人们尊重的对象；同时，传统文化中尊敬长者、父母、师长的精神被作为

传统文化积极的方面在教育系统中加以强化；此外，在国家权威方面，改革开放

后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绩效也进一步强化了

人们对国家权威、政权权威的支持。 可见，中国社会对权威的态度深受传统文

化、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表现出相当的特殊性。
此外，从自利的观点来说，人们的年龄越大，越可能成为长者和权威，因而对

尊重权威的态度通常更为积极（Ｄｅｕｔｓｃｈ ＆ 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８）。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１. １ 时期效应：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尊重权威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

现增强的趋势。
假设 １. ２ 世代效应：新中国成立前及初期出生的世代对权威认可度较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的世代对“是否要给权威更大的尊重”的认同度最低，而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对权威态度趋于积极。

假设 １. ３ 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权威的态度趋于积极。
２．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相对于物质主义价值观提出来的，描述了西欧国家及

美国在经历了经济迅速发展之后在政治价值观方面发生的变化。 物质主义价值

观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更加注重自主和自我表现。 后物

质主义价值观主要有两个重要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 其中匮乏假设认

为，人们会在社会不同条件下倾向于赋予最紧迫的需求最高的价值。 当人们相

对富裕时，会更加强调自由、自主等后物质主义目标。 社会化假设则强调了这种

价值观的转变是渐进的，随着较年轻的群体在成年人口中逐渐替代较年老的群

体，整个社会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依据现代化变迁理论，中国也应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这种改变应当具有

一定的共性。 但学者对此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类认为中国的经济

２６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１



在短短几十年得到急剧发展，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发展通常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仍处于物质主义阶段，对经济和安全的追求依然重于对自由、自主的重

视（英格尔哈特，２０１３）。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
同于西方强调自由文化的传统，中国的文化更强调稳定、和谐，这种强调稳定重

于自由的文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价值观的选择。 第三种观点认为，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的基础是经济安全感，而经济安全的感觉并非完全与绝对的物质水平有关，而
是受相对的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近些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行，欧
美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评分出现降低（Ｋａｆｋａ ＆ Ｋｏｓｔｉｓ，２０２１）。 而同样的经济

压力和不安全也存在于当前中国社会。 以上不同的观点视角说明后物质主义价值

观在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根据以上不同观点，我们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 ２. １. １ 时期效应：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得分逐步提高。
假设 ２. １. ２ 时期效应：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并未出现显著提升。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匮乏假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出生在物质富裕

时期的世代，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要远远高于出生于匮乏年代的人们，这是由于

青少年时期的物质富裕程度对人们的观念影响深远。 美国学者对比了大萧条时

期出生的人们与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出生的世代，发现他们的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呈现较大的差异（Ｈｉｇｇｓ， １９９７）。 反观中国不同的世代，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的经济先后经历发展、三年自然灾害、重整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出
生成长于自然灾害时期的人们经历了较大的物质匮乏和经济不安全感；而改革

开放后出生的世代生活更为富足、经济安全感更高。 因此提出假设 ２. ２。
假设 ２. ２ 世代效应：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及初期的人们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较低，而

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世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升高。
对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年龄效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人的年龄越

大，越强调稳定、安全，而年轻人通常更为注重自由、自主性（Ｂａｌｔｅｓ ＆ Ｓｉｌｖｅｒｂｅｒｇ，
２０１９），因此提出假设 ２. ３。

假设 ２. ３ 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呈现降低的

趋势。
３． 私人领域开放度的时期—世代—年龄效应

私人领域的态度主要是关于家庭、婚姻、生育、性的态度，传统社会重视家庭

关系以及生育作用，同时宗教也对人们的私生活做出限制，婚姻、生育被高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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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经济地位提升，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使得 ２０ 世纪婚

姻发生了两大转变———从制度型婚姻转向伴侣型婚姻，再从伴侣型婚姻向个体

化婚姻转变，学者称之为“婚姻的去制度化”（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倾
向（Ｃｈ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４）。 这意味着婚姻在两种意义上发生了变化：一是个人生活面临

更多样化的选择，更多样的婚姻形式也被社会接受；二是人们通过婚姻获得的回

报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加注重个人选择、情感体验和自我发展，而不是更加在意

是否达到个人和家庭生活角色的社会规范要求。 在此背景下，婚前性行为、同
居、离婚、同性婚姻等行为也日益被接受。

婚恋和性观念在中国的变迁既有现代化意义上的普遍性，又有中国社会的

特殊性。 其特殊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并不存在基督教文化对人们生育、婚恋、性行

为的约束。 传统中国有妓女、男风、同性关系等历史文化现象，并且作为家庭制

度之外的一种补充而长期存在。 尽管这种私人领域的自由并没有成为一个公共

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默许存在的。 其次，国家在规范私人领域方面也扮演

着重要角色。 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的《婚姻法》，在男女

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卢淑华，１９９７）。 中国还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化，这一阶段体现出国家对性的公共性表

达乃至私人生活的高度限制（潘绥铭，２００８）。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单位制解体，人口流动性增强，私人生活空间得以拓展，城市

中陌生人社会开始形成。 再加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性
革命”，短期内出现快速、普遍、多维的变化（黄盈盈，２０２０）。 这场“性革命”一方

面源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个体性和自主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对性的非禁忌态度以及国家退出私人领域等因素有关。 综合考虑传统文化、
社会个体化的发展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对性规范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 １ 时期效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私人领域方面

的开放度逐渐提高。
假设 ３. ２ 世代效应：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们，在私人

领域开放度较低，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们，对个人领域的开放度最低，
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人们的私人领域开放度逐渐提高。

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人们的价值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保守

（Ｅｌｄｅ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Ｃｒｏｓｎｏｅ， ２００３），尤其是当人们成家立业之后，家庭生活会使

人更为支持一些传统的观念（Ｃｉａｂａｔｔａｒｉ， ２００１），因此对性的态度会更趋于保守。
假设 ３. ３ 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私人领域的开放度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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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变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是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 通常来讲，在社会经济急剧

变迁的情况下，年龄、时期和世代分析代表着不同的信息。 年龄效应代表了个体

生命历程中不同阶段生理、心理特点的变化。 时期效应代表了调查时间点宏观

社会、经济、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以及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 世代与前两者

不同，它指的是同一个出生世代或者经历过同一历史事件的人们。 世代分析强

调人生命中各个阶段与社会历史互动的结果，特定的社会变迁或者历史事件产

生的特定影响导致这一群人具有相似的经历，不同世代的人群则呈现不同的生

命轨迹。 针对单独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研究有比较成熟的分析

方法和模型，Ｙａｎｇ 等人提出了两种处理模型识别的方法。 一种是交叉分类随机

效应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ｒｏｓ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以下简称 ＨＡＰＣ） （Ｙａｎｇ ＆ Ｌａｎｄ， ２００６）， 另外一种是内生因子模型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以下简称 ＩＥ）（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对于本研究，ＨＡＰＣ 和 ＩＥ
方法都是适用的。 但是当调研所覆盖的周期过短时，ＨＡＰＣ 估计值可能不具备

很好的统计效力（Ｙａｎｇ ＆ Ｌａｎｄ， ２００６），并且较不容易得到显著的世代效应

（Ｆｏｓｓｅ ＆ Ｗｉ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９）；ＩＥ 估计法的优点是估计值具有最小的样本方差，可以

生成针对年龄、时期、世代的估计值集，同时它是无偏的，意味着估计值同时适用

于总体。 综合考虑 ＨＡＰＣ 和 ＩＥ 方法的优缺点，借鉴前人在价值观 ＡＰＣ 研究中

的分析模式（Ｈｕ， ２０１７），本文主要使用 ＩＥ 方法，同时使用 ＨＡＰＣ 进行稳健性

检验。

（二）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ｒｖｅｙ）数据。 世界价值观

调查是一项研究社会变迁，尤其是关于价值观变迁的国际调查，覆盖全世界六十

多个国家，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平均每隔四年执行一次，至今已经有六轮的数据产

生。 本研究使用的是在中国五轮调查的数据（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横跨 ２３ 年，总样本量为 ７７６４。 由于每一时期的样本较为局限，本
文使用了国家统计局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

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年龄、性别、城乡的权重，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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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五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我们分别选择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几个

有代表性的价值观条目，分别是：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私人领域开放度。 其

中，关于尊重权威的调查题目是：“假设将来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

对权威更多的尊重，你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或者无所谓。”有关

后物质主义的问题是由四个条目的题目组成，被试被要求对将来十年国家应该

优先考虑的问题进行排序，其中排序的条目包括“维持国家秩序的稳定” （物质

主义）、“在政府决策中给人民更多的话语权” （后物质主义）、“降低物价水平”
（物质主义）、“保护言论自由”（后物质主义）。 如果被试的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

都选择的是物质主义条目，则得分为 １ 分，而如果首要目标或次要目标全是后物

质主义条目，则得分是 ３ 分， 其余情况为混合型，得分为 ２ 分 （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１９９９）。 由于公共领域的两个条目“尊重权威”“后物质主义”在每一

批次的问卷调研中 α 系数（内部一致性系数）都低于 ０. ２，因此文本将两个条目

单独进行分析。
私人领域价值观的题目包括对同性恋、卖淫行为接受度的测量。 值得提及

的是，在询问同性恋、卖淫合理性的问题时，历次调查的英文版表述是一致的，但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中文版问卷措辞有所不同。 １９９０ 年的文本是

“下面所列举的一些问题，你是否认为它们总是正确的，或永远不正确，或介于

正确与不正确之间，１ － １０ 进行评分”；１９９５ 年文本为 “下列这些叙述是否永远

可以找到能成立的理由，绝不可能找出理由，或者在两者之间，１ 为绝不合理，１０
为永远合理”。 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的文本是 “您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下

列做法，１ 表示完全不接受，１０ 表示完全接受”。 其中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的问法更

为严格，人们更不容易选最低分，从而更容易得较高分数，在解释结果时我们会

对这一由问卷本身造成的差异加以考虑。 在操作上，我们将私人领域的两个条

目取均值，称之为“私人领域开放度”。
本文关注的自变量主要是年龄、时期和世代，控制变量为性别、婚姻状况、主

观社会经济地位。 世界价值观调查没有直接询问户口的情况，为了检验农民和

非农的身份是否影响结果，本研究根据职业情况区分出农民职业和非农职业。
在教育水平方面，按照所接受的最高教育学历将人群分为“未接受大学教育”和
“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两类。① 关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６６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１

① 由于中国 １９９０ 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仅询问了“结束最高教育的年龄”，未对实际的最高学历进行

调查，因此以结束最高教育的年龄为准，超过 ２１ 岁编码为“受过大学教育”，其他编码为“未受过大

学教育”。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编码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尊重权威 １ ＝ 坏事；２ ＝ 无所谓；３ ＝ 好事 ２. ２８ ０. ７７ １ ３

后物质主义 １ ＝ 物质主义；２ ＝ 混合型；３ ＝ 后物质主义 １. ５６ ０. ５８ １ ３

同性恋接受度 １ ＝ 不接受；１０ ＝ 很接受 １. ６２ １. ６１ １ １０

卖淫接受度 １ ＝ 非常不接受；１０ ＝ 很接受 １. ４１ １. ２３ １ １０

私人领域开放度 １ ＝ 非常不接受；１０ ＝ 很接受 １. ５１ １. ２８ １ １０

控制变量

性别 １ ＝ 男性；０ ＝ 女性 ０. ５ ０. ５ ０ １

婚姻状况 １ ＝ 已婚；０ ＝ 其他 ０. ７５ ０. ４ ０ １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１ ＝ 低社会阶层；５ ＝ 高社会阶层 ２. ５ ０. ９１ １ ５

务农非农身份 １ ＝ 农民；０ ＝ 非农 ０. ４５ ０. ５ ０ １

是否就业 １ ＝ 就业； ０ ＝ 非就业 ０. ７８ ０. ４１ ０ １

大学教育 １ ＝ 受过大学教育；０ ＝ 未受过大学教育 ０. １４ ０. ３５ ０ １

ＡＰＣ 变量

年龄 被试在调查当年的年龄 ４２. ６４ １３. ８４ １８ ７５

世代 ５ 年一组世代 － － １９０５ １９９４

时期 调查时期 － －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２

四、结果分析

（一）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下文将通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将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进行分离，同时将性别、婚姻状态、务农非农身份、是否就业、主观社会地位作为

控制变量，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年龄—时期—世代内生性估计法模型分析结果（ＩＥ 方法）

　 　 　 　 　 因变量
自变量　 　 　 　 　

尊重权威 后物质主义 私人领域开放度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性别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３４

婚姻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８ － ０. １２３ ＋ ０. ０６３

主观阶层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３

是否读过大学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４０ ０. １１１∗∗∗ ０. ０２７ ０. ５９０∗∗∗ ０. ０８２

农村户籍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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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因变量
自变量　 　 　 　 　

尊重权威 后物质主义 私人领域开放度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是否就业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５

年龄
（岁）

１８ － ２４ － ０. １５８∗ ０. ０６３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２

２５ － ２９ －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９５ ＋ ０. ０５２

３０ － ３４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６

３５ － ３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２

４０ － ４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６

４５ － ４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６ ＋ ０. ０４６

５０ － ５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２∗ ０. ０４９

５５ － ５９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０

６０ － ６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４４∗∗ ０. ０４９

６５ ＋ ０. ０７９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４ － ０. ２３９∗∗∗ ０. ０３９

时期
（年）

１９９０ － ０. ３８０∗∗∗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 ０. ３４１∗∗∗ ０. ０２２

１９９５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 ０. １２５∗∗∗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２６

２００１ ０. ２２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１ － ０. ２１５∗∗∗ ０. ０２２

２００７ ０. ２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３４

２０１２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５ ０. ５６２∗∗∗ ０. ０３５

世代
（年）

１９２５ － １９２９ ０. １３２ ０. １２１ － ０. １４８ ＋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７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５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９

１９３５ － １９３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６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４ － ０. １０３ ＋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４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１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２ － ０. １３６∗∗∗ ０. ０４１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９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８９ ＋ ０. ０４７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９ － ０. １１３∗ ０. ０４８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９ －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２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４ － ０. ０９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４６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０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７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４ ０. ２１１∗ ０. １０４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４ ０. ２０６∗ ０. ０９３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３ ０. ３８６∗ ０. １９１

截距 ２. ３１３∗∗∗ ０. ０４４ １. ５０９∗∗∗ ０. ０３３ １. ４７３∗∗∗ ０. ０６４

ＡＩＣ ２. ２６８ １. ６９９ ３. ２３７

ＢＩＣ － ４９９３０. ８ － ５１８１０. ７ － ４７９７１. ２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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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时期效应

图 １ 呈现的是价值观的时期效应。 从图 １ 可以看到，尊重权威、后物质主

义、私人领域的价值观分别表现出不同的趋势。 其中尊重权威在 １９９０ 年时期最

低，随后十年稳步上升并保持较高水平，但在 ２０１２ 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趋向于去

权威化、重视自主性，而在中国的变化趋势却恰恰是相反的。 然而有趣的是，这
一趋势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却恰好一致。 通过比较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２ 年间中

国经济增长率与尊重权威趋势图（见图 ２），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率的趋势与尊重

权威的趋势基本吻合，前期对权威的尊重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增长。 而在 ２００８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尊重权威的时期效应也出现一定的下

滑。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不会降低人们对权威的尊重，
反而会使民众将经济绩效与权威部门的合法性结合起来（赵鼎新，２０１６），从而

强化人们对权威的认可（Ｒｏｙ， １９９４）。

图 １　 时期效应（ＩＥ 方法）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 １９９５ 年是一个低值（β１９９５ ＝ － ０. １２５，ｐ ＜ ０. ００１），随后

在 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７ 年显著上升（β２００１ ＝ ０. ０７１，ｐ ＜ ０. ０１；β２００７ ＝ ０. ０９３，ｐ ＜ ０. ００１），然
后在 ２０１２ 年又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降（β２０１２ ＝ － ０. ０３９，ｐ ＜ ０. ０１）。 中国人的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在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之间出现了较为多变的态势，这与现代化

理论的预测也不一致。 如果结合不同时期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这些变化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人们的视线

更多地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一个暂时的回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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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经济增长率分别取前一年以及当年的平均值，经济增长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图 ２　 尊重权威趋势与经济增长率趋势对比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０７ 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趋势基本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测，这
可能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加深。 在 ２０１２
年的调查中又出现了显著的回落。 ２０１２ 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失业率增加、国家福利削减，欧美社会出现了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权威主义的浪

潮，在社会不平等和相对剥夺感加深的驱动下，生存价值观再度成为人们的优先

选项（Ｎｏｒｒｉｓ ＆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２０１９；马峰，２０１６）。 尽管中国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较小，
但在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方面都明显受到了影响（洪远朋，２００９），这是导致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在 ２０１２ 年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 英格尔哈特所提的“经济不安

全感”理论依然适用，只是“经济安全感”不仅仅与社会的富裕程度有关，还与社

会整体的经济走势、社会不平等状况等因素都有关。
在私人领域价值观方面，由于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５ 年的问法和 ２００１ 年及以后的

问法显著不同，所以时期效应以观察 ２００１ 年及以后的趋势为主。 可以看到，私
人领域开放度在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２ 年间大幅上升，系数值也由负转正。 这基本符

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个体化、自由化的趋势。
２． 世代效应

图 ３ 呈现的是价值观的世代效应。 总体来讲，世代效应系数变化展现出两

种趋势：一是随着世代更替，人们表现出更强的现代性特点，例如在私人领域对

一系列越轨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而另一种则不符合现代化文化变迁理论，这主

要体现在对权威的态度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上。 其中尊重权威这一价值观的

得分 １９４０ － １９７０ 年出生的人群基本为负值，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出生的人群得分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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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正值（β１９８０ ＝ ０. ０９３，ｐ ＜ ０. ０５；β１９９０ ＝ ０. ２０６，ｐ ＜ ０. ０５）。 这说明人们对权威的态

度并不像现代化假设所预测的那样随着世代的后延而降低。 仔细分析得分高值

和低值，可以发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及在“文革”结束初期出生的人群

表现出对权威最消极的态度，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时期成长或出生的人

则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支持了假设 １. ２。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世代效应起伏不是很大，仅仅在 １９７５ 世代出现一个

小高点（β１９７５ ＝ ０. ０５５，ｐ ＜ ０. １），随后略微下降。 总体来说，人们的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得分并没有随着成长期物质的富裕程度而上升，相反，生活在相对富裕

年代的“８０ 后” “９０ 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更低一点。 很多研究也表

明，改革开放前后的世代所面临的生存压力、经济安全感也影响了他们的后物

质主义价值观的态度。 因此，在“８０ 后” “９０ 后”身上没有看到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得分的显著上升。 此外，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官僚政治崇尚精英治国（陈
红太，２００４；张伟师，２０１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的根基比较薄弱。 国家

对公共领域内意识形态的引导，也使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世代之间的变化不

甚明显。
而私人领域价值观的变化基本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测，随着世代的后延，

私人领域开放度逐渐升高。 １９８０ 年之前都为负值或 ０ 左右，１９８０ 年之后分数

显著升高（β１９９０ ＝ ０. ３８６，ｐ ＜ ０. ０５），假设 ３. ２ 基本得到支持，私人领域的价值观

更明显地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以及个体化趋势的影响，出现明显的世代

效应。

图 ３　 世代效应（ＩＥ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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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年龄效应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越来越趋于保守，追求安全感，
重视家庭和传统。 图 ４ 呈现的是价值观的年龄效应。 从图 ４ 中可以看到，尊重

权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领域开放度基本符合这一生命周期规律。 首先，
尊重权威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年龄越大的人，越认可“权威需要得到

更多尊重”，这与他们自身作为长者的权威身份也有一定的关系。 其次，后物质

主义价值观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降低的趋势。 ３０ 岁以前的年轻人展现出更

高水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β２０ ＝ ０. １０１，ｐ ＜ ０. ０５；β２５ ＝ ０. ０５１，ｐ ＜ ０. １），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趋向于保守谨慎。 私人领域开放度，在中青

年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β４０ ＝ ０. ０７，ｐ ＜ ０. ０５；β４５ ＝ ０. ０８８，ｐ ＜ ０. ０１；），而进入

老年之后，则出现明显的下滑 （ β６０ ＝ － ０. １０３， ｐ ＜ ０. ０１； β６５ ＝ － ０. １８０， ｐ ＜
０. ００１），这亦符合不同生命周期中人们对待私人领域中越轨行为（如同性恋、离
婚等）的态度变化规律。

图 ４　 年龄效应（ＩＥ 方法）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以上趋势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前人研究（Ｈｕ， ２０１７）采用 ＨＡＰＣ 方法

进行检验，通过 ＨＡＰＣ 方法得到的时期效应、世代效应、年龄效应趋势与 ＩＥ 方法

的结果基本一致①。 具体而言，从时期效应来讲，尊重权威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都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 ２００１ 年以后的私人领域开放度则表现为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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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态势；从世代效应来看，ＨＡＰＣ 的结果虽然波动幅度非常小，但趋势基本

与 ＩＥ 方法一致。 通过对比时期和世代的方差估计值发现，时期效应要远远大于

世代效应，这说明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对自由言论和经济稳定之间的选择以及对

私生活的态度的变化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改革、城镇化以及全球化过

程发生的时期性的变化，不同世代的人群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相较而言，世代

之间的特异性则相对较为局限。 因此，这些价值观的变迁是具有整体性的，更大

程度地受到大背景下的现代化效应、国家与社会互动效应的综合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对现当代中国人在尊重权威、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领域开放度等价值观念变迁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价值观变迁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总结

尊重权威 后物质主义 私人领域开放度

时期效应

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人
们对权威的态度日趋积
极，仅在 ２０１２ 年有少许
回落

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先上升，
后下降

从２００１ 年开始，人们对私人领
域开放度的态度日趋积极

世代效应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７０ 年代出生
的人对尊重权威的态度最
为消极， 而 “ ８０ 后” “ ９０
后”对尊重权威的态度趋
于积极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６０ 年代
出生的人的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得分最高，而“８０ 后”
“９０ 后”的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得分较低

１９８０ 年之前出生的人群对私
人领域开放度持有相对消极
态度，而从“８０ 后”开始，态度
日趋积极

年龄效应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
来越认可尊重权威

随着年龄的增长，后物质
主义价值观逐渐变弱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私人领域
开放度的态度日趋消极

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理论体系，“二战”之后盛行于西方学术

界。 这种理论经历了被追随、被批评、被抛弃、被修正的复杂历程，原因在于其自

诞生之日起就含有西方中心论、单因素决定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误读等。 本

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民众价值观变迁趋势的讨论，在文化变迁领域对现代化理论

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 这一审视和反思不仅在于指出现代化理论本身的既存问

题，还希望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从历史意识、主体意识出发，去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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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力量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政策发展之间的互动，探讨这些互动之

于文化价值层面产生的结果及其变化模式，从而呈现中国现代化趋势的独特面

相。 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反思如下。
首先，从尊重权威这一价值观结果上看，中国民众并未出现尊重权威态度消

减的趋势，反而在时期和世代效应上都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 对这一价值观的

解读不只要看到经济发展、工业化生产模式、教育水平提升对传统权威的削弱效

应，也要看到组织权威、专业权威、国家权威在这一过程中的提升。 此消彼长中，
始终可以看到中国民众尊重权威的稳定倾向。 这种稳定性与中国尊卑有序的传

统思想以及长期中央集权历史有关（苏国勋，２０１１）。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

化力量虽然改变了权威主体，但尊重权威的基本价值倾向不减反增，反映出传统

与现代的延续而非断裂。 另外，尊重权威的增长趋势也与中国民众对新型权威

主体（组织权威、专业权威、国家权威）认同的增长有关。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与

西方不同，不应不加辨析地将“权威”视为现代化进程的对立物，传统与现代并

非一个连续体的两极（杨国枢，２００４），而有可能以不同方式融合产生新的价值

形式。 现代化理论以及后期修改的文化路径依赖假设既低估了传统文化的延续

性，也忽视了它有可能与现代因素相结合，成为影响当代价值观发展方向的重要

力量。
其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时期效应先上升后略微下降，世代效应表现为

“８０ 后”“９０ 后”世代低于“５０ 后” “６０ 后”世代，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方面并未

表现出随着时间推移升高的趋势。 中国以及欧美国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化

趋势表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非与物质富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完全线性相

关，而是极易受到特定时期经济安全感的影响。 即使工业化水平较高、福利较为

完善的北欧国家，亦会因为经济危机、就业萎缩等原因出现人们更为重视稳定和

物质的倾向。 因此，用后物质主义作为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指标存在一定问题。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将社会稳定和自由表达作为一组对立

的概念并以此决定其价值的现代性，不仅忽视了同一社会之下阶层需求的多样

性，也对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差异性缺乏重视。 从中国现实来看，强行将稳定与

自由相对立并不成立。 中国注重秩序、和谐、稳定的文化以及对自由的理解与西

方文化中对自由的强调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不仅反映在趋势预判上，也反映在其所测量的概念和维度上，对此应当审慎

对待。
在私人领域价值观方面，总体上展现出与现代化理论预测相一致的趋势，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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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和世代呈现越来越开放的趋势，但是我们也需要对其内涵进行具体分析。
在西方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基督教文化对人们生育、婚恋、性行为的约束，
伴随工业化带来的世俗化出现了私人领域的开放度、包容度的增加。 而在中国

并不存在宗教方面的约束，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性长期存在非公开、非禁

忌的态度。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基础上，诸如单位制解体、人口流动性上升、居住

方式变化等社会变迁又进一步促进了私人领域观念的开放。 中国民众私人领域

开放度增强的趋势，展现的恰恰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当传统与现代元素

相一致时，会在社会变迁的促进下发生快速的变化。 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当中国

传统文化的因素与当代绿色发展理念一致时，它也推动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环境

现代化（曹旭，姜雪航，２０１８）。
除此之外，研究结果也显示了重要历史事件对人们的价值观所产生的深远

影响。 从世代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到，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出生的人在青春期经历

了“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并受其影响，表现在他们在尊重权威上分值最低，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上得分则较高。 而 ８０、９０ 年代出生的新生一代在权威的尊重

上比 ５０、６０ 年代出生的人得分更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却更低，这一反差与

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出生于富裕时期的人们会更质疑权威、更后物质主义的观

点相矛盾。 通过对比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大小，可以看到世代效应要弱于时

期效应，世代更替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要弱于社会环境带来的整体效应。 换句

话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国家政策、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参与上的变化对中国

人当代价值观的塑造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 但考虑到未来的人口更替效应，“８０
后”“９０ 后”世代的价值观特点同样值得注意。 当分离出年龄因素带来的影响之

后，“８０ 后”“９０ 后”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的是保守权威主义，在私人生活方面表

现出来的是一定的现代主义，这与李路路和钟智锋（２０１５）发现“８０ 后”比前辈更

为偏好“能人治国”的倾向具有一致性。 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当年轻一

代变为中老年一代之时，他们在公共领域的价值会相对更为保守，这对预测未来

中国政治社会心态的发展状况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体来看，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时

期、世代以及生命周期对价值观的影响。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

对价值观的测量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 其一，表现为所关注的价值观的测量较

为单一。 例如尊重权威这一概念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经典的关于权威主义倾

向的测量中包括对政府权威、上级权威、父母权威、传统习俗权威的测量（Ｄａｌｔｏｎ
＆ Ｏｎｇ， ２００５），而在本研究中仅仅使用了“对权威更大尊重是一件好事”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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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来进行测量，显然并不全面。 现实中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应该是复杂的，使用单

一条目的测量无法捕捉到人们对不同权威主体态度的变化。 这种测量的遗憾主

要是关于价值观的连续性调查数据匮乏所致。 其二，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价值观

的测量以西方社会为基础发展而来，其指标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的现代化表征并

反映变化内涵，还需要加以讨论和审慎对待。 本研究使用了对待权威的态度、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领域开放度，都是直接取自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基于现代化

理论框架设置的指标，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间的适应性存在一定问题。 受限

于数据的获取，本文尽量在结果解释和讨论部分对变迁的内涵进行了解释和反

思。 期待之后有关中国价值观的调查能够使用体现中国人行为、价值观特点的

典型问题，以更好地追踪研究中国人价值观的变迁。 最后，本文尝试用经济发展

指标、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历史事件对世代和时期效应进行解读，但这

些背景因素与价值观变迁的关系只是一种相关，而非因果推论。 随着中国相关

调查数据的丰富，期待将来的研究可以就这些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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